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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高教體制下的經學課程：從大陸到臺灣 ∗ 

車行健 ** 

（收稿日期：109 年 10 月 12 日；接受刊登日期：109 年 12 月 1 日） 

提要 

民國以來，經學歷經了許多挑戰，其中影響最大的是其與教育的關聯，一方面經學被

支解歸併入其他新式學科，另一方面則是在各級學校中取消經學的相關課程。但在一九三

○年代以前，經學仍受到學界一定程度的重視，在高等院校的教育中依然有其生存的空間。

然而，隨著國民政府統一全國的態勢底定後，教育部銳意推動高等院校課程的標準化，從

制度面對高校課程進行全面的整理與規範。這個做法對經學在高校的傳衍與發展帶來深遠

的影響。 

 本文擬分為前後兩部分，前半部以大陸時期為主，著重在課程標準化下，經學課程

朝向儒家經典教育方向的發展。後半部則將焦點置於一九四五年後臺灣高等院校施行的情

況，冀望透過這樣的探索，能對經學在近代高等教育體制中的實存樣態有較清楚而完整的

認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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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晚清以來，西力東漸，為古老的中華帝國帶來翻天覆地的鉅大改變，在教育文化層

面，首當其衝的便是自漢代以來即與治權緊密依附在一起，成為國家統治機器一環的經學

（即所謂「經術」），朱維錚（1936-2012）曾直言： 

 

張之洞（1837-1909）在一九○五年廢科舉時，其實也同時廢掉了經書、經學，亦

即廢去經學成為統治學說的基礎。1 

 

但清廷在逐步廢除科舉制度的同時，仍然將經學保留在大學堂的教育中，將大學分科的原

有七科，再增設經科。2辛亥革命後，民國政府卻從一九一二年間，相繼頒行《大學令》、

《大學規程令》，明令廢止經學科。3時任教育總長的蔡元培（1868-1940）當是此政策的

制定者和執行者，其自述道： 

 

清季學制，大學中仿各國神學科的例，于文科外，又設經科。我以為十四經中，如

《易》、《論語》、《孟子》等已入哲學系，《詩》、《爾雅》已入文學系，《尚

書》、《三禮》、《大戴記》、《春秋三傳》已入史學系，再無設經科的必要，廢

止之。4 

                                                        
1  楊晉龍、蕭開元整理：〈朱維錚教授談近代經學史研究相關問題〉，《中國文哲研究通訊》第 10 卷第

2 期（2000 年 6 月），頁 140。 
2  清季管學大臣張百熙（1847-1907），其所擬定的學堂章程，於光緒 28 年（1902）頒行，即所謂〈欽

定學堂章程〉，規定大學專門分科，仿日本例分為政治、文學、格致、農業、工藝、商務、醫術等七

科，文學科中包括經學、史學、理學、諸子學、掌故學、詞章學和外國語言文字學七門學科。但此

章程不到一年半即廢止，於光緒 29 年（1903）另改頒行由張之洞、張百熙和榮慶制定的〈奏定學堂

章程〉。此章程在原來七科之外，增加經學一科，成為八科。經學科中下轄周易、尚書、毛詩、春秋

左傳、春秋三傳、周禮、儀禮、禮記、論語、孟子、理學等十一個學門。一般認為，這與張之洞對

經書重視的主張有關。以上參何炳松：〈三十五年來中國之大學教育〉，收入蔡元培等著：《晚清三十

五年來之中國教育：1897-1931》（香港：龍門書店，1969 年），頁 78-85；左玉河：《從四部之學到

七科之學――學術分科與近代中國知識系統之創建》（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04 年），頁 184-194；
王應憲：〈舊學新制：京師大學堂經科大學史事考〉，《史林》2018 年第 1 期（2018 年 2 月），頁

96-97。然此經科大學從 1910 年才正式開辦，存在僅三年便宣告結束。參王應憲：〈舊學新制：京

師大學堂經科大學史事考〉，頁 101-106。 
3  參左玉河：《從四部之學到七科之學――學術分科與近代中國知識系統之創建》，頁 197-200；王應憲：

〈舊學新制：京師大學堂經科大學史事考〉，頁 106。 
4  蔡元培：《自寫年譜》，收入中國蔡元培研究會編：《蔡元培全集》（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98 年），

卷 17，頁 4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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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玉河認為這樣的做法，使「經學因失去其必要的生存空間而漸趨衰亡」。5 

不過經學被支解歸併入其他學科的做法並不是一步到位，而是需要時間醞釀的；也不

完全因客觀政策面的改變，就馬上翻轉現有的教學和學術體制。桑兵從近代國學發展的角

度，提出了一個較宏觀的觀察： 

 

經過近代國學研究，中國學術的形式與內容出現重大而明顯的變化。形式上，以經

學為主導的傳統學術格局最終解體，受此制約的各學科分支按照現代西學分類相繼

獨立，並建立了一些新的分支。……清末國粹學派提倡諸子學，打破獨尊儒術的偏

見；民初破今古文之分，跳出家法，研究學術；到了二十世紀二○年代，經學最終

被完全化解，整個學術按照現代西學規範重新分類，語言學、文字學、音韻學、方

言學、考古學（含博物學）、社會學、人類學（含民俗學）、歷史學（含歷史地理）、

宗教學、哲學等一整套體系逐漸形成。6 

 

至此，已不僅是經學被物理式地拆解併入其他學科的情況，而是整個經歷如同化學反應，

甚至生物演化似地，被轉化蛻變成諸多的現代新興學科。 

即使如此，周予同（1898-1981）所謂的：「五四運動以後，『經學』退出了歷史舞臺，

但『經學史』的研究卻急待開展。」7仍是不容忽視的現實狀況。做為純粹學術的研究，

不只「經學史」本身，連同「經學概論」（或「經學通論」及其類似課名）等基礎性的學

問，仍受到學界一定程度的重視，且在高等院校教育的巿場上依然有其生存的空間。但是

到了一九三○年六月，錢穆（1895-1990）在《燕京學報》第七期發表著名的〈劉向歆父

子年譜〉，由此文引發的後續效應，似乎為經學在高等院校的教學及傳承帶來沈重的打擊。

錢穆晚年屢次聲稱： 

 

余撰〈劉向歆父子年譜〉，及去燕大，知故都各大學本都開設「經學史」及「經學

通論」諸課，都主康南海今文家言。余文出，各校經學課遂多在秋後停開。8 

                                                        
5  左玉河：《從四部之學到七科之學――學術分科與近代中國知識系統之創建》，頁 247。 
6  桑兵：《晚清民國的國學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 年），頁 20-21。 
7  周予同：〈「經」、「經學」、經學史――中國經學史論之一〉，《周予同經學史論著選集》（上海：上海

人民出版社，1996 年），頁 661。案：周氏此文雖發表於 1961 年，但置諸 1920、30 年代，其語仍然

適用。 
8  錢穆：《師友雜憶》，收入《錢賓四先生全集》第 51 冊（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98 年），頁 1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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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曰： 

 

民國初年，雖有新文化運動，各大學沒有不開經學課程的，而這些課程便和新文化

運動相呼應，盡是疑古辨偽，一筆抹摋。但從民國十九年以後，經學不能再照康有

為那麼講，從此沒人開這些課。直到今天，也就很少人學經學了。9 

 

    然而證諸一九三○年代之後的中國各大學課表，錢穆的說法並沒什麼根據，筆者於二

○○八年發表〈現代中國大學中的經學課程〉，10用實證的方法，從課程史料的角度入手，

提出若干反證，對錢穆的說法加以質疑。而上海華東師範大學的王應憲教授復作〈民國時

期大學經學教育檢視〉一文，更為詳盡地整理還原出一九二○至一九四○年代，中國（包

含香港）各大學中所開設的經學相關課程，包含經學概論、經學通論、經學入門、群經概

論、群經通論、群經大要、群經大義、群經要略、群經選讀、經子概論、經學源流、經學

歷史、經學史、經學史略、經學通史、中國經學史等。11由此可知，經學雖然在政治、社

會與教育文化上失去絕對主宰的力量，但正所謂「百足之虫，死而不僵」，做為學術研究

對象和教學內容的經學（包含經學史、經學通論與分論、經書、以及與之相關的各類專論），

依然是了解中國傳統學術與文化的重要憑藉，在學術界和文教界中仍有實際的需求，這也

使經學得以持續在當時高等院校的講堂中傳授下去。且更隨著國民政府遷臺，在楊儒賓所

謂「納中國於臺灣」的格局下，使得「這一甲子的臺灣學術可以說是民國學術的延伸」。12

不但將大陸的高教體制搬到臺灣來，繼續在臺灣這塊土地生根茁壯；而且亦在「學統」上，

完整地繼承了民國學術的精髓，為經學在戰後臺灣的發展，提供良好的條件。13所謂「高

教體制」，當包含教育部對高等校育政策的制定與高等院校課程規畫設置的制度面，以及

落實到高校中的教學行政和實務的施行面。藉由法令制度的規範，方才有效地保障經學在

戰後臺灣高校的傳衍和發展。 

                                                        
9  錢穆口述，胡美琦、何澤恆、張蓓蓓整理：《經學大要》，收入《錢賓四先生全集》第 52 冊，頁 267。 
10  此文原發表於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主辦之「變動時代的經學和經學家（1911- 1949）第三次

學術研討會」，2008 年 7 月 17 日，後刊載於《漢學研究通訊》第 28 卷第 3 期，頁 21-35；又收錄

於車行健：《現代學術視域中的民國經學――以課程、學風與機制為主要觀照點》（臺北：萬卷樓圖

書公司，2011 年），頁 5-40。  
11 王應憲：〈民國時期大學經學教育檢視〉，《中國學術年刊》第 35 期（2013 年 9 月），頁 116-119。 
12  楊儒賓：《1949 禮讚》（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2015 年），頁 111、171。相關論述可參林桶法：

《1949 大撤退》（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2009 年），頁 406-412。 
13  由此可知，錢穆的回憶至多只能當作具有象徵意義的特殊言說來看待，藉此預示經學在當代學術和

教育環境中日薄西山的命運。但即使將錢穆的話語做如是的解讀，其預示性的效果亦不宜過度放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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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後臺灣高等院校基本上沿襲民國政府在大陸時期的高教體制，經學相關課程也普遍

施行於各大專院校中，然而其具體實施的情況，迄今為止，尚未見有專門的論著進行全面

深入的探究。14作者不揣鄙陋，擬從高教體制的角度入手，試圖對戰後臺灣高等院校中的

經學課程做一整體考察，以期能對經學在臺灣的傳承和發展有更明確和全面地了解與掌

握。 

本文擬分為前後兩部分，前半部以大陸時期為主，著重在課程標準化下，經學課程朝

向儒家經典教育方向的發展。後半部則將焦點置於一九四五年後臺灣高等院校施行的

情況，而不及於中共建政後的新中國，蓋其體制與施為舉措皆已多所更張，與民國政府

所為呈斷裂性的發展，當另外處理為宜。此外，值得一的是，誠然如陳朝爵（1876-1939）

在一九三○年代所觀察的：「現在大學，中國語文學系，或有經學，而他院他系則絕無。」15

但事實上，中文系（以及師範院校的國文系）雖然主要承擔了經學課程在高等院校教授的

任務，然而經學課程實際上包含了經學的整體知識和個別經書典籍之講授兩類，這兩者都

有可能在文學院的其他科系中施教（主要是歷史系和哲學系），而後者更有極大的機會在

全校性的課程中教授，因此本文所考察者基本上雖以中文系為主，亦會涉及文學院歷史、

哲學二系，乃至於全校性的共同課程。 

                                                        
14  對某一學科或學科下轄的學術領域之形成、建制與演進，以及對其中所涉及之研究和教學的回顧、

檢討與評估，不僅能使後繼者對其所身處之學科領域有更清楚地了解，而且也能促進該學科領域的

進步發展。學界目前關於學科史、課程史的研究，可說正處於方興未艾的階段。以中文學門而言，

筆者寓目所及，如陳平原曾對北大早期中國文學史教材進行關注，又有相關論著專論文學史學科建

制的問題。陳國球亦嘗發表一系列的論文，追溯「文學」如何進入現代中國大學，成為可在大學裏

被傳授、考核的知識；以及「文學批評」進入中國的過程，和高校中文系建立「文學批評史」的需

求。沈衛威則探討「新文學」進入現代大學課堂的情況，鮑國華復原了「小說」步入現代大學殿堂

的史實，姚丹亦嘗從西南聯大某些教師倡議中文系與外文系合併為文學系所引發的討論，來對二系

課程的設置和目標加以檢討。再就歷史學門而言，這類的研究也不少，如劉龍心探討學科體制與現

代中國史學建立的議題、陳弱水和李東華（1951-2010）等人聚焦於臺大歷史系，分別闡述其與中國

現代史學傳統和臺灣專業史學的傳承等面向。而王應憲則在蒐集整理基本史料的基礎上，編校有現

代大學史學系概覽和史學系課程概覽的資料彙編，尤有助讀者對歷史系的發展提供全面的掌握。其

他還有針對教學所作的檢討，如王壽南、張哲郎嘗主編有中國歷史教學研討會和歷史學系課程教學

研討會的論文集，皆有觸及學科領域之回顧與反省，具有相當程度的參考價值。就本文所探討的經

學來說，除筆者和王應憲的研究外，吳國武和黄明喜皆嘗為文探究經學的學科建置和學術內涵。此

外，許振興和金培懿則針對香港大學經學教育作了深入的探討。筆者亦編有戰後臺灣高等院校中的

經學教育之論文集，收錄九篇探討戰後臺灣經學教育的論文。上述諸文皆共同針對近代以來經學在

高等院校的發展進行深入的探索與省察。相關書目請參文後所附之「推薦書目」。 
15  參龔鵬程主編：《讀經有什麼用――現代七十二位名家論學生讀經之是與非》（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8 年），頁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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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大陸時期教育部課程標準化設置與高校中的經學課程 

（一）課程標準化進程下的經學科目 

中國近代大學課程規劃始於清光緒二十九年（1903）頒布之〈奏定學堂章程〉，該章

程將大學分為八科四十六門，各學門課程分「主課」、「輔助課」及「隨意課」三種。以本

學門研究法為主課，以專門與相關之學門為輔助課，隨意課不拘學門隨意選讀。各科學生

於畢業時須交自著論文一篇，此為中國大學課程規劃有主修、副修、必修、選修及畢業論

文之始。 

    民國二年（1912）頒布〈大學規程〉時，將大學分為文、理、法、商、農、工、醫等

七科，共六十九學門，對各科之科目亦皆有專門規定，每學門必修科目最少者十一種，最

多者為醫學科，多達五十餘種。此時各科門及其修習科目較前更為詳備，部分科目甚至訂

有課程綱要，此可謂高等院校規定課程之發端。然至民國八年（1919）之後，教育界受思

想解放之激盪，乃有改革學制之議。民國十一年（1922）教育部頒布〈學校制度改革令〉，

規定大學採用選科制，於是全國各大學統一課程之標準遂生動搖。及至民國十三年（1924）

教育部又頒布〈國立大學條例〉，規定「國立大學各科系及大學院各設教授會，規劃課程

及其進行事項。」當時高等院校在數量上正積極發展，各科系課程又完全委諸各校自行規

畫。此時期之大學課程較為分歧，而大學程度之不齊亦頗受議論。 

    這個現象到了民國十七年（1928）有了很大的改觀，國民政府於是年召開第一次全國

教育會議，與會者針對大學課程漫無標準之現象，於會中提出「大學教育應該確定標準，

提高程度」及「規定私立學校課程、師資和設備的標準」等主張。教育部於民國十八（1929）

年公布〈大學規程〉時，即先行規定大學及獨立學院以黨義、體育、軍訓及第一、第二外

國語為共同必修科目，並明定一年級新生應設基本科目，至於各學院或各科之科目分配及

課程標準則另定之。課程頒布之次年（1930），教育部即著手組織大學課程及設備標準起

草委員會，大學課程之整理工作，於焉開始。16 
                                                        
16  以上三段敘述係綜合教育部編：《大學科目表》（重慶：正中書局，1940 年），頁 1-3；第六次中華民

國教育年鑑編纂委員會編：《第六次中華民國教育年鑑》（臺北：正中書局，1996 年），總頁碼 1363-1364；
臺灣省政府教育廳、臺灣教育發展史料彙編編委會編輯小組編：《臺灣教育發展史料彙編‧大專教育

編》下冊（臺中：臺灣省立臺中圖書館，1987 年），頁 936；中華民國史教育志編纂委員會編：《中

華民國史教育志（初稿）》（臺北：國史館，1990 年），頁 163-164 等之相關材料而成。案：葉文心

曾指出：「南京教育部頒布並強制執行了一系列規章制度，既企圖黨化學生，規範大學行政部門，又

指望把不同的學院和大學統統納入高等教育體制的規範。然而，由於南京政府的目標和手段通常公

然從屬於意識型態和政治，因此二十世紀三十年代高等教育最顯著的一致性，與其說是對文化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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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國二十七年（1938），新任教育部長的陳立夫（1900-2001）更銳意推動課程整理工

作。17是年二月，親函全國教授及各科專家，徵詢對於大學課程之意見。四月間，綜合各

方意見，並根據大學教育方針及國家實際需要，決定先從文、理、法三學院之課程著手，

並製定〈文理法三學院各學系課程整理辦法草案〉以為整理之依據。其原則為規定統一標

準、注重基本訓練、注重精要科目，此外亦強調全國大學各院系必修及選修課程，一律由

教育部規定，必修科目須全國一致；選修科目，各校得在部訂範圍內參照實際需要酌定。18

教育部先行制定各學院分院共同必修科目表，於該年頒行〈文學院、理學院、法學院、農

學院、工學院、商學院之分院共同必修科目表〉（於民國二十七年度實施）。接著又於民國

二十八年（1939）制定〈師範學院分系必修及選修科目表〉與〈各學院分系必修選修科目

表〉，及頒布〈大學文理法農工商各學院分系必修及選修科目表施行要點〉，一律就二十八

年度第二年級學生開始施行，以作為抗戰初期統一各校標準，提高學生程度而修正大學課

程之依據。19從這樣由上而下，中央集權式的統一課程制定與規範的制度性作法中，可以

很清楚地看到經學課程在中國高等教育中的際遇與處境。 

在民國二十七年九月二十日頒布的〈文學院共同必修科目表〉中，沒有列出一門與經

學或經書有關的科目，而在民國二十八年八月十二日頒布的〈文學院分系必修及選修科目

表〉中的不分組或分組後適用於文學組的「中國文學系必修科目表」中，共規定有十二門

                                                                                                                                                           
和教育理想的共識，倒不如說是對南京政府的政權和意識型態權威的讓步。學校如果不能或拒絕承

認國民政府的新制度，就會被關閉，或得不到官方認可的身分，就像上海的幾所大學和聖約翰大學

那樣。」見葉文心撰、馮夏根等譯：《民國時期大學校園文化（1919-1937）》（北京：中國人民大學

出版社，2012 年），頁 2。彼時大學課程整理工作的背景，或當作如是觀。 
17  陳氏對此著力甚深，其自述接任教育部長後，發現當時中國的大學「大都像外國租界，這個完全採

德國學制，那個完全採法國學制，其他不是採美國制，即是採英國制，但是採中國學制的又在那裡？

課程五花八門毫無標準……。我於是下了決心，請了專家訂定大學課程標準，分『必修』及『選修』

兩種，把中國人應知的中國各部門的歷史材料放入必修科，無教材的則獎勵寫作，使中國的大學像

一座中國的大學，我排除了一切的障礙，收回了文化的租界。」見陳立夫：《從根救起》（臺北：三

民書局，1970 年），頁 65。這項政績頗令陳立夫自豪，在其回憶性的著作中，屢屢提及，如陳立夫：

《戰時教育行政回憶》（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73 年），頁 20-22；陳立夫：《我的創造、倡建與

服務》（臺北：東大圖書公司，1989 年），頁 26；陳立夫：《成敗之鑑：陳立夫回憶錄》（臺北：正中

書局，1994 年），頁 251-253；張緒心、馬若孟編述，卜大中譯：《撥雲霧而見青天：陳立夫英文回

憶錄》（臺北：近代中國出版社，2005 年），頁 294-295，惟所述內容均大同小異。陳立夫與戰時中

國高等教育課程標準的關係，可參考汪伯軒在《陳立夫與戰時中國高等教育》文中所作之討論，見

汪伯軒：《陳立夫與戰時中國高等教育》（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系碩士論文，2012 年），頁

201-204。 
18  參教育部編：《大學科目表》，頁 5-6；第六次中華民國教育年鑑編纂委員會編：《第六次中華民國教

育年鑑》，總頁碼 1363-1364；中華民國史教育志編纂委員會編：《中華民國史教育志（初稿）》，頁

164。 
19  參教育部編：《大學科目表》，頁 7-10；中華民國史教育志編纂委員會編：《中華民國史教育志（初

稿）》，頁 1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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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修科目，當中的「中國文學專書選讀」的四至六學分的課，授課內容即為群經諸子。而

在「中國文學系選修科目表」中，二十門課中完全沒有一門與經學或經書有關。語言文字

組的必修和選修目表中更是連一門與經學或經書相關的科目都沒有（除非將「韻書研究」、

「等韻研究」等小學類的課也算進去）。20師範學院中的「國文學系必修科目表」和「國

文學系選修科目表」情況亦同，只在必修科目中的「中國文學專書選讀一」教授群經諸子。21

檢視歷史學系及師範學院中的史地系的必修和選修科目表，更完全不見經學或經書課的痕

跡。22反倒是哲學系的必修科目中有「孔孟荀哲學」（六學分），選修科目中又有「周易哲

學」（三學分）二門與經學經書相干的課。23由此亦可得見，在當代哲學學門的形成過程

中，傳統經書與經學的知識，仍為建構中國哲學不可或缺的重要成份。 

    國民政府於大陸時期又陸續進行兩次課程修訂，第一次修訂於抗戰末期，目的在適應

抗戰建國之需要，採重點修訂，範圍僅及文、理、法、師範四學院課程，於民國三十三年

（1944）公布。第二次修訂於勝利復員後，目的為配合推行憲政及戰後建設之需要，計修

訂文、理、法、商、農、工、醫、師範八學院，共五十四學的課程，於三十七年（1948）

底公布。24檢視與經學相關之文學院課程，發現這兩次的修訂均與二十七年所整理制定的

課程相去不遠，其規模與旨趣仍是相沿襲不變。但在某些細節中，稍有增補或可看到較明

確的規定。在三十三年修訂的文學院諸系課程中，只有中文系、師範學院的國文系與哲學

系保有經學相關的課程，歷史系與師範學院的史地系則依然付之闕如。然而中文系與國文

系亦只有在必修科目中的「專書選讀」課中方有教授經書的機會。「專書選讀」開設在第

三與第四學年，每學期三學分，共計十二學分。所選讀的專書共有經典、諸子、諸史、文

翰與文史評五類二十五部，經典類明確規定包含《論語》、《孟子》、《周易》、《尚書》、《詩

經》、《禮記》與《春秋左氏傳》（附《國語》）等七部。諸子類規定有《荀子》、《莊子》、《管

子》、《韓非子》、《呂氏春秋》、《淮南子》等六部。史籍類包括《太史公》、《漢書》、《後漢

                                                        
20  以上見教育部編：《大學科目表》，頁 23-24、35-40。 
21  教育部編：《大學科目表》，頁 108-110。 
22  教育部編：《大學科目表》，頁 48-52、123-127。案：這個狀況也可從王應憲所編校的《現代大學史

學系概覽（1912-1949）》中得到大致的印證。王氏所蒐錄的這個時期中國各大學歷史系課程資料，

幾乎皆未見設有經學及經書的課程，僅有少數的文史系，如北平大學女子文理學院文史學系（1936
年）、廣東省立勷勤大學教育學院文史學系（1935 年）、河南大學文史學系（1935-1936 年）方有「經

學通論」或「經學專題研究」之類的課，但這些僅能視為歸屬於中文專業的課程。見王應憲：《現代

大學史學系概覽（1912-1949）》上冊，頁 135、243、268。倒是顧頡剛（1893-1980）於 1931、1932
年間在北京大學史學系開設的「尚書研究」似可視做特例。見王應憲：《現代大學史學系概覽

（1912-1949）》上冊，頁 58、63、69。 
23  教育部編：《大學科目表》，頁 45-48。 
24  第六次中華民國教育年鑑編纂委員會編：《第六次中華民國教育年鑑》，總頁碼 1364；中華民國史教

育志編纂委員會編：《中華民國史教育志（初稿）》，頁 166-1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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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三國志》、《水經注》、《通鑑》等六部。文翰類有《屈原賦》（附宋玉以下）、《文選》、

《杜詩》、《韓文》四部。文史評類則有《文心雕龍》（附《詩品》）和《史通》二部。開課

方式允許單開曰「某書選讀」，或合開曰「某類選讀」，如「經典選讀」、「諸子選讀」等。

亦可合二書開，如「《詩》《禮》選讀」、「《管》《韓》選讀」、「《史》《漢》選讀」。至於哲

學系則是於必修科目中有「孔孟荀哲學」上下學期六學分的課，選修科目中有「周易哲學」

三學分。25三十七年所修訂的課程，只及於分院共同必修及分系必修的科目，不及於分系

選修科目，選修科目暫照以前規定辦理。26中文系與國文系必修的「專書選讀」實施方式

基本沒有什麼改變，但哲學系的必修科目中，卻取消了「孔孟荀哲學」，雖增列了「專家

及專書研究」十二學分的科目，然未見具體的規定，不能確定是否仍保有與經學或經書相

關的課程內容。27 

（二）經典教育思維下的經書課程 

    從經學課程的範圍來看，國民政府教育部所制定的統一的大學課程，實際上是以經書

的教授為主，而非偏向於較專門精深的經學整體之課程。所教授的經書也主要集中在《論

語》、《孟子》、《周易》、《尚書》、《詩經》、《禮記》與《左傳》等七部基本的經籍。這樣的

結果應與當時課程制定的指導原則有關，在陳立夫初接任教育部長時所製定的〈文理法三

學院各學系課程整理辦法草案〉中，揭櫫了規定統一標準、注重基本訓練及注重精要科目

三個原則，其中「注重基本訓練」的原則強調「大學課程應先注意於學術廣博基礎之培養，

文理法各科之最基本學科，定為共同必修，然後專精一科，以求合於由博反約之道。」而

「注重精要科目」原則亦要求「今後大學科目之設置，力求統整與集中，使學生對於一種

學科之精要科目有充分之修養，精密之研討，而有融會貫通之精神，凡偏僻與瑣細之科目，

得由學生自習，一律不列入大學課程。」28就經學教育的實施來說，經書所教授的內容確

實是較為根本和基礎的，不似經學通論和經學史之類涵蓋經學整體的科目，須涉及較多專

門精深的知識。29 

                                                        
25  以上敘述俱見教育部高等教育司編：《修訂大學科目表（民國四十四年）》（臺北：教育部高等教育司，

1955 年），頁 77-84、87-92、141-142、146-150、152-156。 
26  見三十七年發布的〈大學文理法醫農工商師範八學院共同必修科目表及分系必修科目表施行要點〉

第六點，見教育部高等教育司編：《修訂大學科目表（民國四十四年）》，頁 2。 
27  教育部高等教育司編：《修訂大學科目表（民國四十四年）》，頁 4-6、7-9。 
28  參教育部編：《大學科目表》，頁 5。 
29  胡山源（1897-1988）在 1939 年 12 月的《中美日報》「教育隨筆」欄上，發表〈論大學國文系及其

科目〉，在此文中他針對教育部公布的中文系必修科目表加以檢討，認為：「在這表中，不見了『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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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只此也，導致這樣的課程制定的結果，還可能與當時主流學界對經學的觀感有關，

這可從參與課程制定的關鍵人物朱自清（1898-1948）的言談中看出。朱自清是民國二十

七至二十八年間，教育部展開制定文、理、法三學院分系必修選修科目表時，擔任中國文

學系科目表草案的起草人員和修訂人員。30他於民國三十一年（1942）發表〈部頒大學中

國文學系科目表商榷〉，他在此文中雖沒有直接針對這個問題回應，但卻從對傳統學問採

取批評態度的角度說道： 

 

按從前的情形，本來就只有經學，史子集都是附庸；後來史子由附庸而蔚為大國，

但集部還只有箋注之學，一直在附庸的地位。民國以來，康、梁以後，時代變了，

背景換了，經學已然不成其為學；經學的問題有些變成無意義，有些分別歸入哲學、

史學、文學。諸子學也分別劃歸這三者。集部大致歸到史學、文學；從前有附庸和

大國之分，現在一律平等，集部是升了格了。31 

 

既然經學已不成其為學，經學的問題有些也變成無意義，那又何必在大學中文系中設置專

門講授經學的課？但是經書則不然，他反對舊日專以讀經為主的教育方式，認為有偏枯失

調之弊，主張改以新式的教育來增進學生的經典訓練。而他所謂的經典訓練更擴大了範圍，

不以經書為限，且又強調按學生程度選材，認為可以免掉囫圇吞棗的毛病。32他的這些理

念皆完整地呈現在他為教育部所規劃的大學中文系科目表中，廢止專門的經學課程，將經

書經典化，與史部、子部、集部的經典一起納入必修的專書選讀中。 

                                                                                                                                                           
學概論』和『文學概論』這兩項，實在是大進步。以前若干大學認為必修的『經學概論』也不見了，

這進步也不小。」在他看來，「這許多『概論』，在本身既是一團糟，沒有清楚的範圍、一定的對象，

又沒有適當的教本，可以作為準繩，教授起來，也不過尋章摘句，徒見其『瑣細』而已，學生所得

的也只是一團糟，『概論』云乎哉！」其從施教和學習的角度所作的批評，與教育部課程製訂的原則

大致是相一致的。胡文後被由郭紹虞、周予同、葉聖陶和朱自清所編輯的《國文月刊》加以轉載，

刊於 1946 年 11 月 20 日出版的第 49 期中，引文見胡山源：〈論大學國文系及其科目〉，《國文月刊》

第 49 期（1946 年 11 月），頁 20。 
30  參教育部編：《大學科目表》，頁 11、12。當時任中文系科目表草案審查人員的是黎錦熙（1890-1978）、

羅常培（1899-1958）、錢基博（1887-1957）和盧冀野（1905-1951）等四人。見教育部編：《大學科

目表》，頁 11。案：據朱自清自述，中國文學系科目草案是他和羅常培共擬的，代表他們的共冋意

見。見朱自清：〈部頒大學中國文學系科目表商榷〉，收入《朱自清先生全集》（南京：江蘇教育出版

社，1993 年），卷 2，頁 7。此文原刊於《高等教育季刊》第 2 卷第 3 期，1942 年 9 月。 
31  朱自清：〈部頒大學中國文學系科目表商榷〉，收入《朱自清先生全集》，卷 2，頁 10。 
32  見朱自清：《經典常談‧序》，收入《朱自清先生全集》，卷 6，頁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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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國民政府教育部雖然全力推動統一課程，但在執行面上並非暢通無阻，仍是面

臨不少的反彈與阻力，何炳棣（1917-2012）即曾舉過西南聯合大學教務會議決抵抗教育

部壓力的例子： 

 

緣一九三九秋至一九四〇春夏之交，陳立夫以教育部長的身分曾三度訓令聯大務須

遵守教育部核定應設的課程，統一全國院校教材，舉行統一考試等新規定。此項訓

令的目的當然是加強蔣政權對高等教育及高知的思想統治。聯大教務會議以致函聯

大常委會的方式，抵抗駁斥陳立夫的三度訓令。33 

 

這件被何炳隸視為「在力爭學術自由、反抗思想統制的聯大光榮校史上」，具有重要意義

的「措詞說理俱臻至妙的公函」，由馮友蘭（1895-1990）執筆，函中陳訴數點頗能擊中強

推統一課程之要害者： 

 

夫大學為最高學府，包羅萬象，要當同歸而殊途，一致而百慮，豈可刻板文章，勒

令從同。世界各著名大學之課程表，未有千篇一律者；即同一課程，各大學所授之

內容亦未有一成不變者。唯其如是，所以能推陳出新，而學術乃可日臻進步也。……

今教部對於各大學束敷馳驟，有見於齊而無見於畸，此同人所未喻者一也。……大

學百年樹人，政策設施宜常不宜變。若大學內部甚至一課程之興廢亦須聽命教部，

則必將受部中當局進退之影響，朝令夕改，其何以策研究之進行，肅學生之視聽，

而堅其心志，此同人所未喻者三也。……今教授所授之課程，必經教部之指定，其

課程之內容亦須經教部之核準，使教授在學生心目中為教育部一科員之不若，在教

授固已不能自展其才；在學生尤啟輕視教授之念，……此同人所未喻者四也。34 

 

即使存在著這種公開浮上檯面的齟齬，但教育部製定出的科目表是否能實際規範到所

有學校的各有課程，還是頗令人存疑的。首先，依照二十七年製定的〈文理法三學院各學

系課程整理辦法草案〉，本就保留選修科目予「各校斟酌變通之餘地」的空間。35其次，

各校也不見得完全切實遵行。36事實上，從推動統一課程的一九三八年起，到一九四八年

                                                        
33  何炳隸：《讀史閱世六十年》（臺北：允晨文化實業公司，2004 年），頁 196-197。 
34  此函收錄於清華大學校史研究室編：《清華大學史料選編》（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1991 年），卷 3

下，頁 191-192。 
35  教育部編：《大學科目表》，頁 5。 
36  參蕭超然等編著：《北京大學校史（1898-1949）》（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 年），頁 382-3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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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據王應憲的調查，至少還有十一間高校開有「經學通論」、「經學概論」、「群經概論」、

「群經選讀」、「群經大義」和「經學史」之類的課。37這些不在文學院共同必修和文學院

分系必修與選修科目表中的以經學為整體講授目標的課程，在課程屬性中當屬於可讓「各

校斟酌變通」的選修科目。 

（三）大陸時期高教體制下的經學課程之特色 

總體來看，大陸時期高等教育體制下的經學課程係以經書教授為主的方式施行，雖亦

有經學整體的課，卻並非屬於制度性統一規範的必修與選修科目，因而難以普行於各校中，

且亦非常態性的開設，其不穩定性和變異性均極大。王應憲調查從一九二二年至一九四八

年間，中國大陸各大學開設以經學為整體講授目標的課程共有六十四筆紀錄，然而大多集

中在一九三八年前。一九二二至一九三八年的十六年間共有五十二筆，但一九三八年至一

九四八年的十年間卻只有十二筆，差距頗為懸殊。由此不難看出，教育部統一課程的政策

確實為高校經學教育帶來了極大的斵傷。前述錢穆看似不盡合乎事實的回憶，或許應放在

此背景與脈絡下來解讀，方能尋味出其中的合理性。整體而言，若從悲觀的角度來看待這

個現象，固然顯示出其時高校經學課程的存在空間被極度的擠壓。然而若從樂觀的一面來

看，亦可說經學在高校的傳承依然未曾消亡，雖然經學整體的課程未被納入教育部制定的

科目表中，但作為經學基礎之經書的課程，卻仍被放入「專書選讀」的必修科目中，而得

以繼續傳授下去。  

三、遷臺後高校的實施情況 

（一）遷臺後高校經學課程規定之沿革 

中華民國政府於一九四九年遷來臺灣後，在相當長的時間內，高等教育還是延續著大

陸時期的作法，仍然嚴格遵守教育部制定的課程規範，並沒有太大的更張。以中文系來說，

一九六、七十年代曾任教於新加坡南洋大學中文系，且兩度擔任系主任的知名文字學家李

孝定（1918-1997），他晚年在回憶錄中對南洋大學中文系課程的設置，曾有如此的評述： 

 
                                                        
37  王應憲：〈民國時期大學經學教育檢視〉，頁 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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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洋大學是一間新創辦的大學。……歷任系主任，都是新加坡政府從臺灣高等教育

界遴聘擔任；所訂課程表，和臺灣各大學中文系，如出一轍，除了將「國文」一辭，

改稱「華文」外，幾乎連小異都不存在，只要看系的全名，和課程表的結構，任何

一位中文系科班出身的人士，一眼便能看出，是從傳統中國中文系全盤移植過去

的。38 

 

所謂「和臺灣各大學中文系，如出一轍」、「幾乎連小異都不存在」云云，不正說明了在

教育部課程統一規範的政策下，彼時臺灣各大學課程存在著高度一致性和穩定性，甚至遠

及於東南亞的華校。 

就經學課程而言，雖然經歷了數次的課程修訂，但其規模方向仍不異於先前所實施者，

即用包裹收納在「專書選讀」的方式來教授經書。政府在初遷臺時，沿用民國三十七年頒

布的〈大學文理法醫農工商師範八學院共同必修科目表及分系必修科目表〉，於三十九年

至四十四年間施行 39，其中的「修訂文學院中國文學系必修科目表」中之「專書選讀」，

規定的書目和三十三年的科目表中所規定的五類二十五部稍有增減，如「諸子」多了《老

子》，「史籍」刪減《水經注》和《通鑑》，「文翰」增加其他名家詩文專集，「經典」和「文

史評」兩類沒有改變。此外，規定學分卻由原來的 12 學分縮減為 9 學分。師範學院國文

系對此的課程規定與文學院中文系相同。40民國四十七年發布的「修訂文學院中國文學系

必修科目表」中，中文系「專書選讀」書目同於三十七年度者，但學分數則恢復成 12 學

分。「修訂師範學院國文學系必修科目表」中的「專書選讀」亦調為 12 學分，然未列舉專

書書目，當同於文學院中文系者。41民國五十四年公佈的修訂課程，文學院中文系「專書

選讀」學分數改成 12-16 學分，而所選讀書目中，最明顯的調整是規定「《論語》《孟子》

應必修」。師範學院國文系則上調為 18 學分，亦未見具體書目規定，當亦同於文學院中文

系。42 

不過這種獨尊《論》《孟》的作法，卻也引發了曾擔任大學課程修訂委員會中國文學

系召集委員的程發軔教授（1894-1975）的質疑。他在民國五十五年四月十四日去函教育

部高等教育司，力陳該兩書學分已足部定十二學分，其他專書形同虛設，建議將「《論語》

                                                        
38  李孝定：《逝者如斯》（臺北：東大圖書公司，1996 年），頁 105-106。 
39  教育部高等教育司編：《修訂大學科目表（民國四十四年）》，頁 3。 
40  教育部高等教育司編：《修訂大學科目表（民國四十四年）》，頁 6、65-66、80。 
41  教育部高等教育司編：《修訂大學科目表（民國四十七年）》（臺北：教育部高等教育司，1958 年），

頁 10-11；頁 15。 
42  教育部高等教育司編：《修訂大學科目表（民國五十四年）》（臺北：教育部高等教育司，1965 年初

版、1970 年再版），頁 4-5；頁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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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子》應必修」規定之語刪去，以符事實。高教司因而允諾於下次修訂大學科目表時，

提出研究改進，但在未修訂前，得由各校酌情辦理。43民國六十一年對中國文學系課程的

修訂，「專書選讀」課程的規定又做了些調整，即學分數再上調為必修 12-18 學分，且各

一科目每學期以不超過四學分為原則，又包括習作。值得注意的是，在書目規定方面，將

《四書》單獨從原先的五類中拉出，且要求「應必修」。開設的方式可單開《論語》、《孟

子》、《大學》、《中庸》其中一至二種。44由此看來程發軔的建議並沒有獲得採納。 

至於師範學院國文系的部分，則亦做了些調整，如規定學生在必修科目外，另須選修

「專書選讀」至少 20 學分，始得畢業。又如規定的專書書目縮減至只有 17 種科目，但其

中經書占了 5 科，包括「易經」、「書經」、「詩經」、「禮記」和「左傳」。45民國六十六年

公佈的新修訂課表，中文系「專書選讀」部分同於民國六十一年的科目表，惟不見習作的

規定。師範學院國文系的專書規定亦略同於民國六十一年所公布的課表，專書科目除五經

不變外，其他書目略有調整放寬。46 

（二）師範院校的「四書」課程 

在這兩次的課程修訂中，「四書」雖不見列於師範學院國文系的專書科目中，但這並

不代師範院校對其不重視。與此相反，早在民國四十三年，教育部即已行文臺灣省立師範

學院，要求全體師範生必須研讀《四書》，而將其列入師範學院及教育學院各學系的共同

                                                        
43  教育部高等教育司編：《修訂大學科目表（民國五十四年）》，增訂部分，頁 1-2。 
44  教育部高等教育司編：《大學必修科目表（民國六十一年）》（臺北：教育部高等教育司，1972 年），

頁 7；教育部高等教育司編：《修訂大學課程報告書（民國六十二年）》（臺北：教育部高等教育司，

1973 年），頁 33-35。案：此次中文系課程修訂，係由教育部聘請蕭繼宗、尉素秋、劉錫五、徐可熛、

龍良棟、李殿魁、王靜芝、王初慶等八位先生組織委員會，並聘請王靜芝任召集人，從事修訂工作。

見教育部高等教育司編：《修訂大學課程報告書（民國六十二年）》，頁 26。 
45  教育部高等教育司編：《大學必修科目表（民國六十一年）》，頁 394-395；教育部高等教育司編：《修

訂大學課程報告書（民國六十二年）》，頁 495-496。案：此次師範學院國文系課程修訂，係由教育

部聘請李曰剛、周何、胡自逢、程發軔、黃錦鋐、黃永武、劉正浩、黃義郎等八位先生組織委員會，

並聘請李曰剛任召集人，從事修訂工作。見教育部高等教育司編：《修訂大學課程報告書（民國六十

二年）》，頁 460-461。 
46  教育部高等教育司編：《修訂大學必修科目表報告書（民國六十六年）》（臺北：教育部高等教育司，

1977 年），頁 636。案：此次中文系必修課程修訂始於民國六十五年，由教育部聘請劉述先、張以仁、

謝一民、章景明、楊宗珍、林明德、陳問梅、劉兆祐、彭醇士、李殿魁、金榮華、傅錫壬等十二位

先生為委員，洪讚為秘書，組織小組委員會，並聘請劉述先任召集人，從事修訂工作。師範學院國

文系必修課程之修訂，則由教育部聘請李鍌、戴璉璋、劉正浩、王熙元、黃錦鋐、黃永武等六位先

生為委員，黃義郎為秘書，組織小組委員會，並聘請李鍌任召集人，負責修訂工作。見教育部高等

教育司編：《修訂大學必修科目表報告書（民國六十六年）》，頁 28、6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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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修科目中。教育部於民國四十三年十月十八日發布臺（四十三）普字第一二○○六號令，

規定： 

一、查儒家思想，體系完整，微言大義，皆散見《四書》各篇章中，總統迭次訓詞

均有周詳指示。師範生為人師表，應精心研讀，以增進其對於我國固有文化之

了解，改善其日常生活中之行為，並期在其未來之教學生活中能影響其所教之

學生。 

二、茲規定該院自本學期起即行實施，並限文到一週內依據下列要點，訂定實施辦

法呈部。 

（一）各系學生，均須研讀《四書》，並《論》、《孟》、《學》、《庸》次序，分

年讀畢。 

（二）以《四書》作為國文精讀教材，並在國文教學鐘點（或其他適當時間）

內實施教學，不得額外增加學生課業負擔。 

（三）由臺灣省教育廳分發該院學生《四書集註》每人一冊。 

（四）應注意學習成績之考查。47 

雖然將「四書」列為師範學院共同必修科目的作法，在民國四十五年公佈的「修訂師

範學院共同必修科科目表」中並未顯現出來，48不過在五十四年公佈的「修訂師範大學各

院系共同必修科目表」中，就已列入其中，但未見具體學分規定。49而在六十一年公佈的

〈大學各學院共同必修科目表〉中，則被放在「師範學院各學系加修科目」中，亦未見學

分規定。50這種作法一直延續到一九九○年代，適用於師範體系的大專院校，51成為戰後

                                                        
47  教育部高等教育司編著：《大學科目表彙編》（臺北：正中書局，1961 年），頁 172。 
48  教育部高等教育司編：《修訂大學科目表（民國四十七年）》，頁 2-3。 
49  教育部高等教育司編：《修訂大學科目表（民國五十四年）》，頁 3。案：民國五十三年十二月廿一日，

由教育部召開的師範大學各學院課程修訂委員會第二次聯席會議，討論通過師範大學各學院共同必

修科目，其中規定：「四書」二至四學分，理學院各學系修一年；教育學院，教育學系及社會教育學

系修兩年，其他各學系修一年；文學院國文學系修三年，其他學系修兩年。每一學年二學分，每學

分每週二小時。惟會後理學院認為通過之科目表，仍有意見，乃於十二月廿八日召開理學院課程修

訂委員會第三次會議，會商結論：國文一科必需包括「四書」在內，且呈部長核定，「四書」一科應

遵照教育部於四十三年十月十八日，臺（43）普字第一二○○六號令，第二絛第二項規定，以《四

書》作為國文精讀教材，並在國文教學鐘點（或其他適當時間）內實施教學，不得額外增加學生課

業負擔之規定辦理。以上見教育部高等教育司編：《修訂大學課程報告書（民國五十四年）》（臺北：

教育部高等教育司，1965 年），頁 261-262。看來，「四書」成為獨立的一門共同必修科目，或者依

附於國文課程中實施，在師範院校內部，也存在著在兩種力量拉扯。 
50  教育部高等教育司編：《大學必修科目表（民國六十一年）》，頁 5；教育部高等教育司編：《修訂大

學課程報告書（民國六十二年）》，頁 16。 
51  參第四次中華民國教育年鑑編纂委員會編：《第四次中華民國教育年鑑》（臺北：正中書局，1974 年），

總頁碼 534；第五次中華民國教育年鑑編纂委員會編：《第五次中華民國教育年鑑》（臺北：正中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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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師範教育的一大特色。52直到民國八十六年，教育部配合大法官於八十四年五月二十

六日作出的釋字第 380 號解釋，從而對〈大學法施行細則〉進行修正，於該年十月十五日

發布教育部（86）臺參字第 86119402 號令，賦予大學課程自主性，從此共同必修科走入

歷史，改由各校自主。53臺灣師範大學當於八十六學年即已停止將「四書」列入全校共同

必修課程，54但彰化師範大學至遲至千禧年，「四書」仍歸在全校必修的通識核心課程中，

該校八十九學年的《課程手冊》還規定「四書」（一）、「四書」（二）皆各一學分二學期，

開在大二上及大二下。然而在九十學年的《課程手冊》中就已非全校必修的課程了。55 

（三）復興中華文化旗幟下的經學課程 

總體而言，遷臺後的高校經學課程，雖經歷年的課程修訂，在一般高校中文系和師範

院校國文系方面仍主要以「專書選讀」的方式來實施，在整體方向上看似與大陸時期沒有

太大的改變。但其實隨著戰後冷戰格局的形成，在反共抗俄的國策下，國民政府文教政策

的走向日益回歸傳統，積極提倡中華固有文化，「尊經」、「重儒」、「崇孔」的氣氛愈發明

                                                                                                                                                           
局，1985-1987 年），總頁碼 604；第六次中華民國教育年鑑編纂委員會編：《第六次中華民國教育年

鑑》，總頁碼 1082、1103、1105、1106。案：《第六次中華民國教育年鑑》所述民國八十二年以前之

師範大學課程結構，「四書」隸屬於各學系必修科目的教育專業課程，乃必修而不計學分，每週上課

二小時。而在師範學院則屬於「大學共同必修科目」及部分「師範學院各學系必修科目」中的語文

學科，亦為零學分。參第六次中華民國教育年鑑編纂委員會編：《第六次中華民國教育年鑑》，頁1082、
1103。 

52  誠如邱燮友教授所說的：「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自創校以來，大一共同必修課程，除『國文』、『國音及

語音運用』外，還有『四書』一門課程，數十年來，師範大學均重視師範生的養成教育，特別重視

語文能力的培養和品德的陶冶，因而『四書』課程的開設，成為師範大學學生師資養成的一大特色。」

見邱燮友：〈序〉，收入國立師範大學國文系四書教學研討會編：《儒學與人生——四書解讀及教學設

計》（臺北：三民書局，2006 年 3 版），頁 3。 
53  參第七次中華民國教育年鑑編纂委員會編：《第七次中華民國教育年鑑》第 7 篇，頁 32。教育部部

史網站，網址：http://history.moe.gov.tw/important_list.asp（最後瀏覽日期：2021.06.05）。 
54  長期任教於臺灣師範大學的賴貴三教授，為回應筆者的詢問，從而檢索他的上課紀錄，發現八十五

學年還有上過數學系的「四書」課，但八十六學年後就未再上過外系的「四書」，因此推測該校應該

是在八十五學年結束（86 年 7 月）之後，終止將「四書」列為全校共同必修科目。案：該校於民國

八十五學年經校務會議決議通過自訂共同必修科目之規畫案，並於八十六學年度起（即八十六年八

月之後）適用於入學新生，其中已不見「四書」課的踪影，時間上與賴教授的上課紀錄正相吻合。

參陳秀鳳等：《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校史》（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出版中心，2016 年），頁 281-286。 
55  此課程資料為黃忠慎教授提供，謹申謝忱於此。案：黃教授在九十二年為其《四書引論》撰寫〈序

言〉時曾如此說道：「有很長的一段時間，我們對於《四書》非常重視，用強迫性的方式來讓大家對

於此一儒家學派的『基本功』能有基本的認識。例如，以往高中有門名為『中國文化基本教材』的

重點科目，內容就是《四書》的選讀，而以《論語》與《孟子》為主，聯考必考。師範院校更將《四

書》訂為共同必修科目，我所服務的國立彰化師範大學國文系，前幾年絕大多數的同仁必須在外系

學生面前講授四書學。」見黃忠慎：〈序言〉，《四書引論》（臺北：文津出版社，2003 年），頁 1。 

http://history.moe.gov.tw/important_list.a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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顯。例如，民國五十五年十二月廿七日，教育部下達了一份題為「關於復興中華文化，改

進大學課程」的公文，要求： 

 

國文學系應講授五經、國文研究所應點讀十三經、四史。其他系科應講授有關中國

典籍，所有各校其他課程，並應全盤檢討改進。56 

 

又如，民國五十七年三月卅日，教育部發文給國立臺灣藝術專科學校和私立中國文化學院，

希望受文單位參酌辦理： 

 

我國祭孔古樂，夙有成章，為我中華文化精華之一。茲值推行中華文化復興運動聲

中，應予加強教育訓練，藉免失傳，而圖宏揚，建議該校院音樂科系加強祭孔古樂

之教育訓練等由。57 

 

教育部對高校下達的這些指令，顯然都是貫徹當時正如火如荼推動的中華文化復興運

動的精神。關於此運動的緣起，據《中華百科全書》所述： 

 

民國五十五年十一月十二日國父一百晉一誕辰，先總統蔣公發表中山樓中華文化會

堂落成紀念文，其中言曰：「余篤信倫理、民主、科學乃三民主義思想之本質，亦

即為中華民族傳統文化之基石。」當時參加此紀念會之全體人士，遂聯合簽名籲請

政府明定每年十一月十二日國父誕辰紀念日，同時為中華文化復興節，並於五十六

年七月二十八日，正式成立中華文化復興運動推行委員會，恭請先總統蔣公為會長，

督導推行中華文化復興工作，中華文化復興運動即由此開始。58 

 

                                                        
56  民國五十五年十二月廿七日臺（55）中字第二二八五九號令公佈，見教育部高等教育司編：《修訂大

學科目表（民國五十四年）》，增訂部分，頁 7。 
57  民國五十七年三月卅日臺（57）高字第九一五二號令公佈，見教育部高等教育司編：《修訂大學科目

表（民國五十四年）》，增訂部分，頁 2。 
58  參中華百科全書編纂委員會編：《中華百科全書》第 2 冊（臺北：中國文化大學出版部，1981 年），

「中華文化復興運動」辭條，頁 96。本辭條由陳立夫撰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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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知，透過官方主導的中華文化復興運動之持續推動，臺灣高等教育中的尊經、重儒

與崇孔的成份，乃得到高度的強化。59 

不過，早在民國五十四年的課程修訂中，就已藉由「《論語》《孟子》應必修」的規定，

而突出了其時崇奉儒學的文化和教育走向。在中華文化復興運動推行委員會成立之前的民

國四十九年，即已成立了黨國色彩濃厚的孔孟學會。60蔣中正（1987-1975）總統於民國五

十年四月十日，在孔孟學會第一次會員大會的致詞中就明確地將孔孟思想與三民主義做了

緊密的結合，其謂： 
 

中國文化傳統思想，就是孔孟之道，他是既不偏於唯心，亦不偏於唯物的，他不僅

要求好學求知，而且力行求仁。孔孟哲學，亦就是三民主義的本源，乃是知行合一，

心物並重，以至於天人一體的哲學思想。故國文對於《大學》的三綱領八條目，與

《中庸》的三達德，尤其對於「好學近乎智、力行近乎仁、知恥近乎勇」的哲理，

推崇備至。其對於《禮運》〈大同篇〉，特別重視與提倡，亦就是直認孔子對於國家

社會政治經濟的學理，建立了一個人生哲學完整的思想體系，只要我們能夠實踐力

行，就能建立我們獨立平等自由民主的的三民主義新國家，我們民族亦就可以恢復

其固有地位，而不致為人所歧視了。 

 

孔孟之道，既然攸關國家民族的生存與地位，所以他對孔孟學會提出如下要求： 

 

孔孟學會最大的任務，乃在宏揚孔孟之道，使全國國民對三民主義的思想根源，都

有其普遍而真切的認識，使其更易實踐力行，而發生事半功倍的效用。61 

 

遷臺後的中華民國政府，面對艱困險惡的國際局勢和中共侵臺的強大壓力，因此在思

想和文化領域上，一方面需要藉由構成傳統儒學核心的孔孟學說來與國民黨政府立國基礎

                                                        
59  關於中華文化復興運動之相關研究，可以參看林果顯：《中華文化復興運動推行委員會之研究

（1966-1975）——統治正當性的建立與轉變》（臺北：稻鄉出版社，2005 年）；林果顯：《文化、政

治與時代——國家文化總會四十年》（臺北：國家文化總會，2008 年）。 
60  黃俊傑在〈戰後臺灣文化中儒學的保守思想傾向〉一文中，曾對孔孟學會的機關刊物《孔孟月刊》

表現出的保守觀點，加以批判，認為其受到政治威權的干預與指導。他將其視做「官方意識的儒學」，

並援引金耀基的說法，暗指其為「國家儒學」（state Confucianism）。參見黃俊傑：《臺灣意識與臺灣

文化》（臺北：臺大出版中心，2011 年），頁 265。 
61  二段引文俱見蔣中正：〈對孔孟學會第一次大會致詞〉，收入蔣總統集編纂委員會編：《蔣總統集》第

2 冊（臺北：中華大典編印會，1974 年 4 版），頁 20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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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三民主義進行聯結，另一方面則透過復興中國傳統文化來與當時毀棄中國固有文化的中

共政權抗衡，以強化統治的基礎和正當性，陳逢源教授對這個問題有精闢的分析： 

 

臺灣近五十年來的蓬勃發展，儒家思想有相當重要的影響作用，《四書》是傳布孔、

孟思想的主要憑藉，也是攸關文化存亡繼絕的重要指標。 

 

又云： 

 

……海峽兩岸分治，在不同意識形態下，為對應馬列思想，反制文革反傳統的訴求，

臺灣當局以加強倫理道德教育，落實文化薪傳為主軸，表彰《四書》自然也就成為

臺灣學術教育上強調的重點。62 

 

在這樣的形勢下，儒家經典，尤其是《四書》，在高校教育的重要性不斷提升，甚至將其

列為中小學師資培育主要管道的師範院校之共同必修科目中，以期師範生將來「能影響其

所教之學生」。由此可見，經學及儒學得以在戰後臺灣高校（甚至及於中等教育）傳揚不

輟，在相當大的程度上，確實是執政當局透過體制的設計所引導的結果。在後科舉時代，

重新將儒家經典與教育緊密的結合（尤其體現在師範院校），這樣的成就是極引人注目

的。63 

此外，值得一提的是，臺灣大學雖從傅斯年（1896-1950）校長時期將《史記》與《孟

子》定為全校大一國文的共同教材，後因高中的《中國文化基本教材》講授《論語》、《孟

                                                        
62  以上分別見陳逢源：〈臺灣近五十年（1949-1998）四書學之研究〉，《朱熹與四書章句集注》（臺北：

里仁書局，2006 年），頁 498、414。此文最先收錄於林慶彰主編之《五十年來的經學研究

（1950-2000）》（臺北：臺灣學生書局，2003 年），題名〈四書研究〉。惟收錄《朱熹與四書章句集

注》者，文字頗有改易。 
63  《四書》對臺灣中等教育的影響或許更超過高等教育，透過《中國文化基本教材》（後改稱為《中華

文化基本教材》）在中等學校的教授，傳統儒家思想得以灌輸給接受國民義務教育的廣大人民。但其

引起的爭議，至今不絕。相關討論可參看陳怡如：《臺灣中國文化基本教材課程沿革及其爭論之考

察——以民國 51（1962）年至民國 88（1999）年為考察範疇》（臺北：國立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系國

文教學碩士在職專班碩士論文，2014 年），頁 1-161。有趣的是，早在國民政府治理大陸時期，曾任

南京中央大學中文系教授的汪辟疆（1887-1966）即曾為文對中文系必修科目表中的「專書選讀」表

示異議，其中有謂：「《論語》、《孟子》、《戰國策》，此三書宜在高中授讀。」汪辟疆：《汪

辟疆文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 年），頁 779。汪氏當著眼於古籍內容深淺的角度而發

此議論，但隨著時代的演進，在戰後臺灣的教育環境中，《論》《孟》的重要性卻與日俱增，一體

被納入普通中學和大專院校的課程中，持續地教授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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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遂將大一國文的《孟子》改換為《左傳》。64這個做法從三十八學年度起，一直實施

到六十一學年度止。65不過傅斯年及臺大校方當非基於尊經的角度或經學本位的立場而做

此安排，據長期任教臺大中文系的王叔岷教授（1914-2008）回憶： 

 

傅先生所以規定教《孟子》和《史記》，我想，傅先生高昂磅礴的氣魄，跟孟子的

浩然之氣很相近；傅先生才情的卓越，學識的淵博，見解的特出，文筆的雄奇，跟

司馬遷很接近。因此，不期其然而然的，便決定用《孟子》和《史記》這兩部書作

大一國文教材。66 

 

不同於王叔岷過於強調傅斯年才情與孟、遷的相似，也有人指出傅斯年「以《孟子》與《史

記》作為大學國文的主要內容，其目的不在語文訓練而在於增進知識分子的立身氣節與觀

照時間發展的史識。」67而從實際負責施教的臺大中文系的立場來說，所著重的則是在「文

化、思想教育和語文訓練」等面向。68由此皆可看出，早年臺大將《孟子》當作大一國文

的教材來教授，應與師範院校體系從尊經崇孔的立場來推動「四書」課程，其心態和目的

確實是極大不同的。即使之後將《孟子》改換為《左傳》，其基調應仍是大致不變的。 

（四）「專書選讀」外的經學課程 

當時高校中的課程開設也大致落實了教育部頒定的科目表的規定，但各校的實際開課

情形，如某科目的開設與否、必選修和學分數，常常還是得因應各校的現實狀況。以政大

中文系為例，「專書選讀」中的七部經書在民國四十至六十年代間的整體課程結構中的重

要性並不相同，「論語」、「孟子」、「毛詩」和「禮記」一直都被列為必修課，「周易」和「尚

書」則為選修，「左傳」則始為必修後又改為選修，並不固定。且這些課的學分數亦在上

下學期 2 學分和上下學期 3 學分間浮動。69 

                                                        
64  何寄澎：〈當前大學國文教學改進之觀察與省思——以清華大學、政治大學、臺灣大學為例〉，《教育

資料輯刊》第 15 輯（1990 年 6 月），總頁 192。 
65  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編：《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系史稿（1929-2014）》（臺北：國立臺灣大

學中國文學系，2014 年），頁 336。 
66  王叔岷：《慕廬憶往》（臺北：華正書局，1993 年），頁 76。 
67  編輯室：〈大學國文教育的省思〉，《通識在線》第 75 期（2018 年 3 月），頁 18。 
68  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編：《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系史稿（1929-2014）》，頁 336。 
69  車行健：〈指南山下經師業，渡船頭邊百年功——國立政治大學在臺復校初始階段（1954-1982）的

經學教育〉，《中國文哲研究通訊》第 27 卷第 2 期（2017 年 6 月），頁 5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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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就歷年課程資料保存最為完整的臺大中文系來看，在 41-50 學年間的大學部必修課

程中，除「易經」外的六部經書皆有開設，且皆為上下學期 3 學分的課。不過除「詩經」、

「尚書」、「禮記」、「論語」開設較頻繁外，「孟子」只有在 49 學年開過一次。而在 51-60

學年間的大學部必修課程中，共開有「詩經」、「尚書」、「左傳」、「國語」、「論語」和「孟

子」等專書選讀的上下學期 3 學分的課。但特別的是，則是加開有「論語導讀」、「論孟導

讀」和「孟子導讀」的課，這三門課的開設情況與既有的「論語」、「孟子」關係為何，並

不十分清楚。此外，在選修課程中，又開有「尚書研究」、「三禮專題研究」、「孔子的生平

和思想」、「孟子的生平和思想」的課，當是和研究所課程合開者，皆亦見於研究所的課程。

不過令人不解的是，研究所中課程又載有「周易研究」和「禮記」兩門課，皆標為「專書

選讀」，當是與大學部合開者。在 61-70 學年間的大學部必選修與必修課程中，則開有「詩

經」、「尚書」、「禮記」、「左傳」、「論孟選讀」和「大學研究」的「專書選讀」課，前四者

都是上下學期 3 學分的課，「論孟選讀」為上下學期 2 學分，「大學研究」則為單學期 3

學分。在選修課程中，又開有「儀禮研究」、「三禮研究」。在 71-80 學年間的大學部必修

課程中，開有「周易」、「尚書」、「詩經」、「左傳」上下學期 3 學分的課，以及「論孟導讀」

上下學期 2 學分的課。「禮記」則被列進選修課程中，亦是上下學期 3 學分。70 

時至今日，即使專書選讀的統一課程規範已不復存在，這幾種基本的儒家經典仍持續

在各高校中文系的課堂中，被視為重要的科目而被教授著。雖然各校的情況不同，有的學

校開得多而全，有的學校只能開設其中一兩種。但可以說，戰後臺灣高校的經學教育主要

就是以儒家經典教育為主的方式來推動，儒家經典的教授構成了戰後臺灣經學教育的基

礎， 

至於以經學為整體對象教授的課程，如經學概論及經學史，甚至專題性的課程，則主

要見於中文系大學部的選修課程和研究所課程。且相較於儒家經典課程來說，在各校統一

遵行教育部頒行的科目表來施教的年代，大學部選修科目的數量和變化較少，且研究所的

設立亦不普遍，所以總體來說，這類以經學整體為教授對象的課程，是不如儒家經典課程

來得普遍廣泛。但這類的課程，其內容往往涉及經學的整體和專精的知識，透過大學部專

業選修課程和研究所專題式的研習，較可以起到凝聚學習者的經學學科意識，以及促進對

其深入鑽研的正面作用，相信這也是造就戰後臺灣經學蓬勃發展的主要動力之一。 

                                                        
70  以上俱見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編：《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系史稿（1929-2014）》，附錄，頁

995、1000、1003、1007-1008、1010、1014、1017、1037。案：61-70 學年間的「大學研究」被同時

列入大學部「必選修與必修課程」和「選修課程」中，因「必選修與必修課程」中註明為專書選讀，

故本文將其歸入「必選修與必修課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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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大學部課程來說，政大中文系遲至民國六十年代才開始開設「經學概論」，71但此

並非各大學的常態，檢視成功大學中文系民國七十二、七十五和八十二年日夜間部的課表，

皆未見此課。72而臺灣大學中文系的歷年課表中，亦從未出現此科目。反之，一般中文系

較不常會有的「經學史」則早在民國四十八年就已由戴君仁（1901-1978）開設，直至程

元敏於民國七十年接手時，改稱「中國經學史」。由於臺大中文系常有中文系、所共開同

課程的作法，因而這也只能視做比較特殊的狀況。73事實上，研究所專精且集中深入的教

學取向，相較大學部而言，確是較適合開設此類課程。以教育部高等教育司於民國六十七

年編印的《大學暨獨立學院各研究所博碩士班現行科目表》中所列各校課程，來做例舉式

的觀察，可以看到，在當時設有中文研究所的八所公私立院校中，除東吳大學中研所博碩

士班外，其餘的七所皆開有經學相關的課程，如臺大博士班有「論孟導讀」、「左傳」、「詩

經」、「尚書」等，碩士班亦有「詩經研究」。政大碩士班有「經學史」、「孔孟學說」、「周

易研究」、「尚書研究」、「詩經研究」、「春秋研究」、「三禮研究」、「爾雅研究」。臺灣師範

大學碩博士班合開有「群經大義」、「三禮研究」、「春秋研究」，博士班另開有「尚書研究」、

「爾雅研究」。碩士班亦另開有「詩經研究」和「詩經研究方法論」。私立輔仁大學碩士班

則開有「經學專題研究」和「禮學研究」。省立高雄師範學院、私立東海大學和私立中國

文化學院的碩士班皆開有「群經大義」。74當然該年的《科目表》遠不足以反映實際的情

況，且有些學校只是概略性的提供有關科目（如臺大），但大體仍可以約略呈顯經學課程

在中文研究所碩博士班實施的概況。從中可以看到，即使研究所的環境遠較大學部適合開

展經學整體且專精的課程，然而除了「經學史」、「群經大義」和「經學專題研究」外，大

多仍是對經書深入研究的課程，再一次印證了經學教育的主體仍是在經書的研習教授的事

實。 

                                                        
71  由於資料不全，今日所能掌握當年開課的資訊，最早只能追溯至民國六十六年。然又於民國六十九

學年將此課名改為「經學通論」，延用至今。參車行健：〈指南山下經師業，渡船頭邊百年功——國

立政治大學在臺復校初始階段（1954-1982）的經學教育〉，頁 54。 
72  國立成功大學教務處出版組編：《國立成功大學概況（七十二學年度）》（臺南：國立成功大學編印，

1983 年），頁 50-63；國立成功大學教務處出版組編：《國立成功大學概況（七十五學年度）》（臺南：

國立成功大學編印，1986 年），頁 51-70；國立成功大學教務處出版組編：《國立成功大學概況（八

十二學年度）》（臺南：國立成功大學教務處出版組編印，1993 年），頁 50-52。 
73  以上俱見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編：《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系史稿（1929-2014）》，附錄，頁

996、1000、1010、1017、1021、1036、1038、1046、1049。 
74  以上俱見教育部高等教育司編：《大學暨獨立學院各研究所博碩士班現行科目表》（臺北：教育部高

等教育司，1978 年），頁 1、37、127-128、159-162、301-302、311-313、480-481、482-484、504-505、
525-527、595-596、602-6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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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大學課程自主化後的經學課程 

隨著教育部對統一課程規範的做法逐漸弱化，高校系所對課程的自主性日愈強化，課

程的多樣性也變得更加明顯，和以往經書課程僅限於「五經」與「四書」，以及經學整體

課程只開有「（中國）經學史」、「經學通（概）論」、「群經大義」的情況相比，近年來各

校中（國）文系所開設的經學課程顯得活潑變化多了，以 103-107 學年為例，出現了諸如

「清代十三經新疏專題討論」、「經學文獻學研究」、「古禮書與古禮儀節研究專題」（臺大

中文系研究所 103-106 學年課程）、「《孝經》與儒家倫理」（中央大學中文系大學部 103、

106 學年課程）、「科舉與經學專題研究」（成功大學中文系研究所 105、107 學年課程）、「春

秋今文學」（中山大學中文系研究所 103、105、107 學年課程）、「宋明經學專題研究」（東

吳大學中文系研究所 104 學年課程）、「臺灣經學研究」（淡江大學中文系研究所 107 學年

課程）、「左傳學與現代生活」、「論孟思想與現代生活」（銘傳大學應用中文系大學部 107

學年課程）。75從早期的制式規範到後來的多元豐富，從中亦見證了戰後臺灣經學教育與

時俱進的發展。 

四、結論 

   經過以上的探討，可約略總結以下幾項重點，做為本文的結論： 

第一，中華民國大學院校的課程分為必修和選修，必修課程又有「全校共同必修科目」

（於民國八十六年廢止）和「各學系必修科目」，二者必須依照教育部公布的「大學必修

科目表」（含「共同必修科目表」）及「各學系必修科目表」來施行；選修科目則由各校自

訂。76雖然經學課程（包含經書及經學整體）主要由中文系和師範院校的國文系（包含研

究所碩士班、博士班及在職專班）來施教，中（國）文系的「專書選讀」規定的《五經》

與《論》《孟》（後擴大為《四書》），大多被列為必修科目，而得以較普遍地為中文系的學

生所習得。其他少數被列為選修的經學專書和較晚才有的「經學通（概）論」（臺大的「（中

國）經學史」是特例），和研究所碩博士班的整體及專經的課程，則提供了更全面及更深

入的經學課程。而在師範院校則將「四書」列入全校共同必修科目，冀望師範生能影響學

生，使得《四書》的研習不是只局限在中文系與國文系內部，而擴及了全體師範院校的學

                                                        
75  以上資訊俱見於各校課程網站，係由政治大學中研所林軒名同學代為搜尋所得，謹致謝忱於此。 
76  第六次中華民國教育年鑑編纂委員會編：《第六次中華民國教育年鑑》，總頁 10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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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雖然其利弊得失有仁智之見，師範院校的《四書》強制教學，仍可說是戰後臺灣經學

教育最有實效的成就。 

第二，在大陸時期的課程制定理念下，將經書納入「專書選讀」中，雖然使得《五經》

和《論》《孟》這七部經書獲得課程的保障，但這種設計並沒有太多「尊經」、「崇孔」的

味道，更與當時舊派人士推動的讀經運動無關，純粹只是從經典的角度出發，挑選出含括

經史子集的二十餘部重要經典，做為「專書選讀」課程的開課範圍，以此來規範就讀中（國）

文系的學生研習其中的某些經典。國民政府來臺後，有意地從教育體制方面來貫徹當時的

文化政策，因而對傳統的孔孟儒學及儒家經書大力地強調。不但突出了《十三經》的重要，

而且更強化了《四書》的課程，在師範院校更擴大成為全校共同必修的科目。如果將中等

學校所施教的以《四書》為主體編纂的《中國文化基本教材》（後改稱為《中華文化基本

教材》）也算上去的話，則幾可說《四書》是戰後臺灣經學教育的最主要內容。透過學校

課程體制的強制性教育，達到了民國初年以來推動讀經運動的衞道人士和文化保守主義者

所無法企及的成就。 

第三，經學課程包含經書和經學整體這兩類的課程，前者在「專書選讀」的規範下，

限制為《五經》系統的《周易》、《尚書》、《詩經》、《禮記》、《左傳》（附《國語》），和《四

書》系統的《論語》、《孟子》、《大學》、《中庸》。但在超脫「專書選讀」的窠臼成規後，

以及印證研究所開設既有課程的基礎上，則又可擴及到諸如《爾雅》、《孝經》、《三禮》和

《春秋三傳》等非《五經》、《四書》範圍內的其他經書。將大陸時期和戰後臺灣的高校經

學課程的發展來做一整體的回顧與評估，可以看到經書課程的施教成果顯然較為完整豐富，

而這也為經書的研究奠下厚實的基礎。反觀，經學整體的課程，如「經學通（概）論」或

「群經大義」，或者受限於講授者的學養，難以兼通群經，在自己專精的領域之外，不容

易擁有太多獨到的見解；又或者囿於概論的性質，講授者著重於基本概念與學理的介紹，

無法講得太深入，且多是一經一經的介紹，不易形成整體性、系統性的知識體系，因而難

以從「概論」跨越到「通論」，實際表現出來的大都是「群經概論」。又如「中國經學史」

的課程，無論是通史或斷代史，涉及的經學家、經學典籍、經學議題，相關聯的歷史背景

知識和文獻史料，以及採取的史觀和運用的方法等……，均甚為繁複龐雜，講授者要對之

擁有通盤的掌握和專門的見解，也並不是件容易的事。因而相較於有固定範圍的經書而言，

無邊無際的經學整體的課程確實是較吃力不討好的。這直接反映在教科書或專書的編纂成

果上。「經學通（概）論」、「群經大義」和「（中國）經學史」之類的著作，無論在出版的

數量上或內容的創新上，相較於個別經書的注譯及教學和研究的專著之寫作與出版，似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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遜色不少。77因此，若從教學與研究一體的角度來反思這個問題，當務之急或許應如何在

既有經書教學與研究的良好基礎上，持續加強經學整體的教學與研究的質量，此實攸關經

學這門學問領域能否持續進步與發展的重要關鍵。 

 

  

                                                        
77  曹錦年曾蒐集近代經學概論（含經學史）類著作，從 1907 年到 2016 年的一百一十年間，涵括中

國大陸、臺灣及日本等地所產出者，共得書六十有奇。曹景年輯：〈近代以來經學概論類著作

彙 總 〉， 2019 年 6 月 27 日 發 佈 於 「 求 是 齋 語 」 微 信 公 眾 號 ， 網 址 ：

https://mp.weixin.qq.com/s/ikyMY4PC71jHuTiMqsx4bg（最後瀏覽日期：2021.06.05）雖仍有遺漏，

但整體來講，數目確實不多，且 1949 年前的著作遠超過 1949 年後者。這個現然固然反映了

近代以來經學研究的没落，同時也說明了以經學為整體關涉對象的著作難為之宭境。  

https://mp.weixin.qq.com/s/ikyMY4PC71jHuTiMqsx4bg。（最後瀏覽日期：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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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ince the Republic of China, Classicism have experienced many challenges, the most 
influential of which is its connection with education. On the one hand, Classicism was 
disbanded and merged into other new disciplines, on the other hand, the related courses of 
Classicism were cancelled in schools at all levels. However, before the 1930s, the Classicism 
still received a certain degree of attention from the academic circles, and there was still room 
for survival in the education of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However, with the national 
government's unification of the country,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 is determined to promote the 
standardization of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and comprehensively organize and standardize 
college courses from the system to the face. This approach has a profound impact on the 
propag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Classicism in universities. 

This article is planned to be divided into two parts. The first half is mainly in the mainland 
period, focusing on the development of Classicism toward to the Confucian classics education 
under the standardization of the curriculum. The second half focuses on the implementation of 
higher education institutions in Taiwan after 1945, hoping that through such explorations, we 
can have a clearer and complete understanding of the actual state of Classicism in the modern 
higher education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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